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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该文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很高的实践价值。尚有如下问题。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研究价值的认可和为本文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下面我们将

针对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逐条回复和修缮，力图在专家的意见指导下进一步提升研究质量和

价值。稿件正文中所做的相应修改均已在正文中用蓝色字体进行标注。 

 

意见 1： 

在论文自检报告 7 和 8 部分中，7 中提到了量表都在中国情境下有使用的高信度参考，

而 8 中又提到三位教授一起进行了双译的方式确保题项表述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这两个说

法自相矛盾。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结合您提出的疑问我们做出以下回应：本研究选取的量

表均来自国际权威期刊，既有研究在中国情境中使用时表现出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所以本研

究实际使用的量表也遵循了原有量表的结构和题项数量。但在具体题项的中文表述上，我们

综合参考了中文权威期刊的量表翻译，并检索了本研究量表的原始出处，由三位教授采用双

译的方式对原始量表进行了翻译。原因在于在已有权威期刊文献中，诸多本研究涉及的变量

并未完整披露出中文量表，如工作压力（唐贵瑶等, 2014; 李燕萍等, 2019）、家庭满意度（黄

俊等, 2017）、家庭贬损（杨自伟等, 2014）、工作家庭区隔偏好（王三银等, 2016; 马玉等, 2017）

的量表。我们研究团队通过研究合作网络获取了部分变量的中文量表，为确保余下未获取变

量题项表述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我们邀请三位教授协助进行了双译工作。按照审稿专家的

意见，我们修改完善了论文自检报告以避免语义表达误差，修订部分进行了蓝色标记。 

 

意见 2： 



“采用问卷调查收集了 16 家旅游服务企业中与配偶或者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的 264 位员

工的多时点数据”员工数据嵌套于企业，该文未对这一多水平效应进行分析。 

回应：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数据分析方面的指导，对于您提到的数据嵌套现象我们在进行研究设

计和数据分析中也有所考虑。从内涵和定义上来说，职场排斥是指员工在工作场所中感受到

的来自领导、同事等多个方面的忽视排挤和孤立冷漠，是一种个体的主观感受（Ferris et al., 

2008）。既有研究都在个体层次对职场排斥展开研究，不涉及团队层次或企业组织层面，目

前也未有排斥氛围、集体排斥等构念出现（Wu et al., 2012; 齐蕾等, 2020）。本研究也遵循了

既有研究设计思路，将研究聚焦于个体层次的影响和机制，不过在审稿专家的提醒下我们也

认为控制和排除多水平因素的干扰也是十分必要的，能增加研究数据分析和结论的严谨性。 

我们参考了《心理学报》中与职场排斥相关文献的数据处理方式（谢俊, 严鸣, 2016; 王

海波等, 2019），将 16 家企业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中，即创造 15 个虚拟变量放入回归方程，

这样可以控制和排除来自企业层次的方差影响。我们修订更新了回归分析的结果，修订部分

进行了蓝色标记。因为研究涉及企业数量较多，为保证汇报表格的可读性和控制整体篇幅，

我们在正文中汇报了主变量的回归系数，未披露汇报 15 个企业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表 4，

表 5，表 6），完整的回归结果我们汇报在审稿意见和作者回应中（表 A-1，表 A-2）。从分

析结果来看，在控制了来自企业层次的方差影响后，数据分析结果与未控制的结果差异较小，

在较小程度上改变了各变量的回归系数，但未改变研究的关系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在此，也

再一次感谢审稿专家有针对性的意见，让本文的数据分析结论更加净化和聚焦，让研究结论

更加严谨和规范。 

 



表 A-1 中介效应检验 

 
家庭贬损 家庭满意度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控制变量         

  年龄 -0.04  -0.02  -0.03  -0.02  0.10  0.08  0.09  0.09  

  性别 -0.03  -0.02  -0.01  -0.01  0.02  0.02  0.00  0.01  

18 以下小孩的个数 0.12  0.11  0.10  0.09  -0.09  -0.08  -0.07  -0.07  

Company1 0.01  -0.01  0.04  0.03  0.04  0.05  0.02  0.03  

Company2 0.03  0.03  0.06  0.06  0.03  0.03  0.00  0.01  

Company3 0.01  0.02  0.08  0.07  0.12  0.12  0.08  0.09  

Company4 -0.11  -0.11  -0.07  -0.07  -0.12  -0.12  -0.15  -0.14  

Company5 -0.01  -0.01  0.02  0.02  0.07  0.07  0.05  0.06  

Company6 -0.05  -0.04  -0.01  -0.01  -0.06  -0.06  -0.09  -0.08  

Company7 0.01  0.01  0.09  0.08  -0.01  -0.01  -0.06  -0.05  

Company8 0.00  -0.04  0.04  0.02  -0.01  0.02  -0.04  -0.01  

Company9 -0.10  -0.08  -0.01  -0.01  0.11  0.10  0.06  0.06  

Company10 -0.01  -0.02  0.02  0.01  0.02  0.03  0.00  0.01  

Company11 -0.02  0.01  0.07  0.07  0.11  0.09  0.05  0.05  

Company12 0.01  -0.01  0.09  0.07  -0.03  -0.01  -0.08  -0.06  

Company13 0.03  0.02  0.10  0.08  -0.02  -0.01  -0.06  -0.05  

Company14 -0.05  -0.06  0.01  0.00  0.10  0.11  0.07  0.08  

Company15 -0.09  -0.11  -0.02  -0.05  0.00  0.02  -0.04  -0.02  

家庭贬损 C 0.14
*
  0.06  0.10  0.06  -0.02  0.04  0.01  0.04  

家庭满意度 C -0.18
**

  -0.16
*
  -0.16

*
  -0.16

*
  0.30

**
  0.28

**
  0.29

**
  0.28

**
  

自变量         

  职场排斥（T1）  0.22
**

  0.12  -0.17
*
  -0.11 

中介变量         

  工作压力（T2）   0.32
**

 0.29
**

   -0.20
**

 -0.17
**

 

R
2
 0.03 0.06 0.13 0.14 0.09 0.11 0.13 0.13 

F 值 1.37 1.83
*
 2.85

**
 2.87

**
 2.49

**
 2.30

**
 2.82

**
 2.81

**
 

R
2值变化 0.03 0.03 0.10 0.08 0.09 0.02 0.04 0.02 

F 值变化 1.37 10.14
**

 29.53
**

 15.90
**

 2.49
**

 2.30
**

 11.14
**

 7.22
**

 

注：N = 264; 
**

 p < 0.01，* 
p < 0.05；家庭贬损 C和家庭满意度 C为第一阶段（T1）采集 

 

 



表 A-2 调节效应检验 

 
工作压力 家庭贬损 家庭满意度 

M9 M10 M11 M12 M13 M14 M15 M16 M17 M18 M19 M20 

控制变量             

  年龄 -0.02  0.01  0.02  0.02  -0.02  -0.02  -0.03  -0.04  0.08  0.09  0.09  0.10  

  性别 -0.07  -0.06  -0.06  -0.07  -0.02  -0.01  0.00  0.00  0.02  0.01  0.00  0.00  

18 以下小孩的个数 0.08  0.06  0.07  0.05  0.11  0.09  0.10  0.11  -0.08  -0.07  -0.07  -0.07  

Company1 -0.09  -0.12  -0.11  -0.11  -0.01  0.03  0.01  0.00  0.05  0.03  0.04  0.05  

Company2 -0.12  -0.12  -0.13  -0.12  0.03  0.06  0.04  0.00  0.03  0.01  0.02  0.04  

Company3 -0.20  -0.19  -0.21  -0.21  0.02  0.07  0.03  -0.03  0.12  0.09  0.10  0.15  

Company4 -0.12  -0.12  -0.12  -0.12  -0.11  -0.07  -0.10  -0.12  -0.12  -0.14  -0.13  -0.12  

Company5 -0.09  -0.10  -0.10  -0.09  -0.01  0.02  -0.01  -0.04  0.07  0.06  0.06  0.09  

Company6 -0.13  -0.12  -0.12  -0.14  -0.04  -0.01  -0.03  -0.05  -0.06  -0.08  -0.08  -0.06  

Company7 -0.25
*
  -0.25

*
  -0.25

*
  -0.24

*
  0.01  0.08  0.04  0.00  -0.01  -0.05  -0.03  0.00  

Company8 -0.13  -0.19  -0.19  -0.19  -0.04  0.02  -0.02  -0.07  0.02  -0.01  0.00  0.04  

Company9 -0.28  -0.26  -0.26  -0.25  -0.08  -0.01  -0.03  -0.07  0.10  0.06  0.07  0.10  

Company10 -0.09  -0.11  -0.11  -0.09  -0.02  0.01  -0.01  -0.07  0.03  0.01  0.02  0.06  

Company11 -0.26
*
  -0.22  -0.22  -0.21  0.01  0.07  0.03  -0.01  0.09  0.05  0.07  0.10  

Company12 -0.25
*
  -0.28

*
  -0.28

*
  -0.27

*
  -0.01  0.07  0.03  -0.01  -0.01  -0.06  -0.05  -0.01  

Company13 -0.21  -0.23  -0.24  -0.23  0.02  0.08  0.04  -0.04  -0.01  -0.05  -0.03  0.03  

Company14 -0.16  -0.18  -0.18  -0.17  -0.06  0.00  -0.03  -0.05  0.11  0.08  0.09  0.11  

Company15 -0.19  -0.24  -0.24
*
  -0.24

*
  -0.11  -0.05  -0.06  -0.10  0.02  -0.02  -0.01  0.02  

家庭贬损 C 0.13  -0.01  0.01  0.02  0.06  0.06  0.06  0.05  0.04  0.04  0.04  0.05  

家庭满意度 C -0.06  -0.02  -0.04  -0.04  -0.16
*
  -0.16

*
  -0.14

*
  -0.13

*
  0.28

**
  0.28

**
  0.27

**
  0.26

**
  

自变量             

  职场排斥（T1）  0.36
**

 0.36
**

 0.37
**

 0.22
**

 0.12 0.11 0.10 -0.17
**

 -0.11 -0.11 -0.10 

中介变量             

  工作压力（T2）      0.29
**

 0.30
**

 0.27
**

  -0.17
**

 -0.17
**

 -0.15
*
 

调节变量             

归属需求（T2）   0.14
*
 0.14

*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0.16
**

 -0.17
**

   0.06 0.07 

交互项             

职场排斥× 

归属需求 

   0.14
*
         

工作压力×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0.20
**

    0.16
**

 

R
2
 -0.01 0.09 0.10 0.12 0.06 0.14 0.16 0.19 0.11 0.13 0.13 0.15 

F 值 0.82 2.16
**

 2.34
**

 2.51
**

 1.83
*
 2.87

**
 3.14

**
 3.60

**
 2.53

**
 2.81

**
 2.73

**
 3.00

**
 

R
2值变化 -0.01 0.10 0.01 0.02 0.06 0.08 0.02 0.03 0.11 0.02 0.00 0.02 

F 值变化 0.82 27.23
**

 5.26
*
 5.24

*
 1.83

*
 21.41

**
 7.46

**
 11.07

**
 2.53

**
 7.22

*
 1.05 7.38

**
 

注：N = 264; 
**

 p < 0.01，* 
p < 0.05；家庭贬损 C和家庭满意度 C为第一阶段（T1）采集。 

 

意见 3： 

图 1 本文研究框架，该图形未能概括该文的研究假设。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已经根据您的建议，重新绘制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在原

有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职场排斥到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两条主效应路径，以概括本文

中涉及的所有研究假设，具体框架图如图 1 所示。同时我们也在论文原文中对研究框架进行

了更替，修订部分进行了蓝色标记。 

职场排斥

家庭满意度

工作压力

员工归属需求

家庭贬损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图 1  本文研究框架 

 

意见 4： 

“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员工的归属需求越强烈。”未表达清楚。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由于心理学报篇幅有限，我们在正式投稿前进行了多次内容

压缩与精炼，在过程中误删了完整的表述。经过专家的指正和提醒，我们调整了假设 5 的表

达，同时我们将假设 6-11 也统一成了相同的完整表述，修订部分进行了蓝色标记： 

“H5：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即员工的归属需求越强烈，职场排

斥与工作压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强。 

H6：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庭贬损之间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员工

的归属需求越强烈，这一间接关系越强。 

H7：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庭满意度之间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员

工的归属需求越强烈，这一间接关系越强。 

H8：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与家庭贬损之间的关系，即员工的工作家庭区隔偏

好越强烈，工作压力与家庭贬损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弱。 

H9：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与家庭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即员工的工作家庭区隔

偏好越强烈，工作压力与家庭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弱。 

H10：工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庭贬损之间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

员工的工家庭区隔偏好越强烈，这一间接关系越弱。 

H11：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庭满意度之间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具体

而言，员工的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越强烈，这一间接关系越弱。” 

对于这样的文字错误，我们深感歉意，同时在此次修改过程中我们也再次对本文内容进

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校对，避免文章中其他类似情况的存在。 



意见 5： 

在 2.1 样本及程序部分，“此外，本文还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中介变量和因变量

在 16家被访企业中的独立性，结果显示工作压力（F=0.41,P>0.05）、家庭贬损（F=0.94, P>0.05）

和家庭满意度（F=0.38, P>0.05）在样本涉及的不同对象在 16 家旅游服务企业间均值差异并

不显著。”这一部分数据，读者无法对其进行验证，结果准确性存疑。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和建议。由于本篇文章的员工数据来源于 16 家旅游服务企业，

为了排除不同企业差异性对数据的影响，我们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正如审稿专家所言，这一部分数据读者无法对其进行验证，此外我们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在

数据分析部分对来自于企业层次的方差进行了控制（修订内容详见意见 2 回应和修改部分），

因此我们决定删减这部分内容，使文章内容更加精简和准确。 

 

意见 6： 

控制变量的处理没有以差异性分析为依据，显得较为草率。表 3 也未支持该文选用的三

个控制变量的合理性。而且还呈现了年龄和性别存在正相关这样没有实质意义的结果。 

回应： 

谢谢审稿专家的意见，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点，控制变量的选择是理论模型需要考虑的

重要因素。我们在研究设计阶段也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虑，我们之所以选取员工的

年龄、性别以及拥有 18 岁以下小孩个数作为控制变量的原因主要是依据既有研究的控制变

量选取和研究结论，在有关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等家庭领域的研究中至少共同控制了员工

的年龄、性别以及拥有 18岁以下小孩个数三个控制变量（Wu et al., 2012; 杨自伟等, 2014; 黄

俊等, 2017; Zhou et al., 2019），文献中也描述了选取的原因和出处。 

 

 

因此，本文按照审稿专家的提醒，在 2.2 测量工具部分对于控制变量的选取理论依据进

行了文献支撑补充，修订部分进行了蓝色标记： 



“以往的研究表明，员工的年龄、性别和拥有 18 岁以下小孩个数会影响员工的家庭态

度和行为（Wu et al., 2012; 杨自伟等, 2014; 黄俊等, 2017; Zhou et al., 2019），因此本研究将

这些员工背景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同时，按照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补充做了三个控制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

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A-3 所示，可以看出三个结果变量（工作压力、家庭

贬损、家庭满意度）以员工年龄、性别和 18 岁以下小孩个数三个方面皆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但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我们还是认为需要在相关性分析以及后续回归分析中保留这三

个控制变量：1、这三个控制变量的选取并不源自于数据差异分析，而是源自于既有研究的

研究设计和研究结果。参考并遵循同主题研究的控制变量选取方式，能让研究结论更具备可

比性和可延展性；2、在本研究中控制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以及部分相

关性分析是在 p < 0.05 的范围内不显著，但并不代表这些控制变量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对结果

产生的综合影响是可以忽略的。从现有相关高引文献中也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研究并未披露

均值比较的过程和结果，尽管在相关性分析中也有出现“控制变量与主变量相关性不显著”

或者出现“无实际意义相关”的情况，但在后续多元回归分析或者结构方程分析中依然保留

了这些控制变量（高中华, 赵晨, 2014; Yi, et al.; 2017; Zhou et al., 2019; 徐洋洋等, 2019; 占小

军等, 2020）。 

表 A-3 控制变量均值比较分析 

变量 

ANOVA 分析-年龄 
ANOVA 分析 

-18 岁以下小孩个数 
独立样本 T 检验-性别 

F 值 显著性 F 值 显著性 T 值 显著性 

工作压力 0.78 0.82 1.34 0.26 1.37 0.17 

家庭贬损 1.02 0.45 2.24 0.07 1.25 0.21 

家庭满意度 0.54 1.00 0.97 0.42 -1.11 0.27 

 

意见 7： 

“本研究从个人特质这一重要视角出发，基于对职场排斥的溢出效应作用条件进行了有

益的探讨，将归属需求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两种重要的个人特质变量纳入到模型中，扩展了

职场排斥对其结果变量增强（归属需求）或阻隔（工作家庭区隔偏好）的边界条件，也为压

力认知评价理论和边界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有效证据。”该部分的讨论不充分，应结合前人研

究，深入讨论该研究的创新之处。 

回应： 



特别感谢审稿专家的中肯意见，我们已经根据专家意见对文献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对原

稿的理论框架和论述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同时修改内容主要增加了与前人研究的对比及创

新之处，具体而言，已有研究主要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社会资源、心理资源和个人资源等资

源补充的角度探讨资源补充对于职场排斥负面影响的缓和条件（Wu et al., 2012; 程豹等, 

2019）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有针对性的探讨了职场排斥情境中的触发边界条件，归属需

求在“触发前端”决定了个体对于遭受职场排斥而损失的资源价值高低评价以及后续的压力

反应程度，相对于其他个体特质或者需求特征来看，个体归属需求程度更加对应职场排斥所

侵蚀的个体资源的主观价值评价；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在“触发后端”决定了资源损失和相

应的压力反应到家庭领域的溢出程度，个体的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替

代资源是否指向家庭领域以及具体程度。 

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修缮了结果讨论与理论意义中的相关部分，修订部分在文中

进行了蓝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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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2意见： 

该研究在工作-家庭资源模型框架下，探讨了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领域的溢出效应及其

内在机制，具体探讨了工作压力中介着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效应，同时

检验了员工归属需求以及员工工作家庭区割偏好的调节效应。并且通过多时点数据的收集来

验证理论假设。尽管该研究得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论，但是仍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关注和指导，我们下面将针对您为本文提出的建设

性修改意见进行逐条的回复和原文修缮，力图在专家的意见指导下补足缺陷和修正问题。 

 

意见 1： 

在模型的论证，即假设提出部分，尽管作者在前面已经扣了一个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

大帽子，但是在变量之间关系的论证上，使用了不同的理论，例如在论证职场排斥与家庭贬

损之间的关系时，运用的是自我损耗理论，而在论证职场排斥与家庭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时，

作者使用了资源保存理论；在论证工作压力的中介作用和员工归属的调节作用时，作者又引

入了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在论证员工工作家庭区割偏好的调节作用时，作者又纳入了边界理

论，也就是说在模型的构建上作者运用了四五种理论，尽管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些理论彼此

之间相关性比较大，但是在本质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会让评阅者在阅读该论文时，感

觉到作者思维跳跃性比较大，思想的整体性不集中，显得比较零散，也可能让评阅者觉得作

者对相关理论的把握度不够，这是该文章最大的一个问题，请作者予以相应的重视。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对于本文整体理论架构的指导和宝贵意见，实际上本研究在心理学和管理

学会议上的同行交流中相关专家在表示对该研究选题和研究价值肯定的同时也同样指出了



本文的理论框架比较零散，过度追求了“点上的说服力”而忽视了“整体论证性”。我们研

究团队经过讨论和反思，非常认同和重视审稿专家和其他相关专家共同意见，决定不仅仅停

留在简单的表述修缮上，而是对本研究的整体理论基础和构建进行全面深入的重构（超过

70%理论论述进行了重构重写），因此我们的返修时间比较长，在此表示歉意并望专家理解。 

本研究团队再次深入对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自我损耗理论

（Ego-depletion Theory）、工作-家庭资源模型（Work-Home Resources Model）等进行了文献

梳理，领会和整理了各个理论的核心内容、基本观点和应用范围。经过这一系列工作后，我

们研究团队更加理解和认同了审稿专家所指出的不足，原文零散地使用了几个相关性比较强

的理论来进行论证本意是想利用每个理论的侧重点和解释力来针对性阐述模型机理，但实则

忽视了每个理论的核心思想和底层逻辑的联系与区别。经对理论原始文献的梳理和相关应用

研究的跟进借鉴，我们认为资源保存理论本身已经能够支撑本研究的框架逻辑并且也合适解

释各个机制，具体而言： 

资源保存理论从理论构建到发展都是围绕解释个体如何出现压力以及后续影响的，该理

论认为个体具有努力保持、保护、培养和获取资源的倾向，当有资源损失时就会引发个体的

压力反应（Hobfoll, 1989; Hobfoll, 2001）。关于压力产生和后续反应和影响，资源保存理论

也做出了如下几点解释（Hobfoll, 2001; Hobfoll, 2002; Halbesleben et al., 2014; Hobfoll et al., 

2018）：1、无论是实际现有资源损失还是潜在的资源损失威胁均会引发压力反应；2、已付

出资源保护努力而资源并未恢复或者增加时会产生压力反应；3、这类资源既包括物资资源、

条件资源、社交资源、社会资源等，也包括心理资源和能量资源；4、个体对于资源是否有

价值以及价值高低都来自于主观感知和评价，受损失资源的主观价值决定了个体压力反应影

响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此外，资源保存理论的理论演进发展出了具体的 5 项核心原则（Hobfoll, 1989; Hobfoll, 

2001; Hobfoll, 2002; Ito & Brotheridge, 2003; Halbesleben & Buckley, 2004; Halbesleben et al., 

2014; Hobfoll et al., 2018）：1、损失优先原则，即个体的资源损失远比资源获得的影响更大

更持久，在资源损失过程中和其后一段时间会引发一系列的身心后果；2、资源投资原则，

当个体有资源损失时，个体会有针对性地通过投资资源以试图脱离损失状态，但初始损失也

会可能引发进一步的资源投资损失，最终进入“资源损失螺旋”；3、资源替换原则，在出现

资源损失时，个体也会用另外一种资源领域里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来替代和补充，具体替代

和补充的资源领域方向和程度由个体不同主客观情况决定，这也是工作-家庭资源模型的理

论基础和出发点（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4、获得悖论原则，即个体处在资源



损失情况下对资源的评价尺度会发生变化，一方面会尤其珍视现有资源的保护，减少非应对

的资源投入和损耗，另一方面会强化并提高对周边资源补给的期望和要求；5、资源绝境原

则，在面临资源较大损失时，个体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将会触发，使得个体对外部环境和事

物的判断有一定程度上扭曲。当濒临资源耗尽时，会表现出更多的具有攻击性和非理性的行

为。自我损耗理论是这一原则中的情况之一，该理论侧重关注的是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当

出现自我控制资源较大损耗时，个体更有可能做出低未来取向的非理性行为（Baumeister et 

al., 1998; Baumeister, & Vohs, 2007; Baumeister et al., 2007）。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内涵、核心原则和应用发展，同时对比权衡了与其他相近理论的联

系和侧重点，本研究以资源保存理论为主体理论重新建构了理论框架和阐述逻辑：职场排斥

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给被排斥个体造成了资源损失或损失威胁（心理资源、能量资源、社会

资源等），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职场排斥是一种典型的压力源并会触发一些压力反应。除了

现有研究涉及的职场内部压力反应外，根据损失优先原则和资源替换原则，较为强烈的职场

排斥可能会通过资源损耗、保护和再获取等一系列过程扩展溢出到家庭领域，这一溢出机制

本质上是个体资源损失触发的压力状态和后续压力反应的跨边界溢出，在职场内主要表现为

个体在面对资源损失或潜在威胁时引发的工作压力。根据“资源投资原则”被排斥个体会试

图通过人际资源投资脱离损失状态，但进一步的投资也是一种资源损耗并且有可能并不能补

充初始损失，从而进入“资源损失螺旋”的恶性循环中，因此更加增加了跨边界溢出的可能

性。 

根据“获得悖论原则”被排斥个体会减少其他领域的资源投入和损耗，使得能用于家庭

领域的心理资源和能量资源大大下降，同时个体会提高对家庭领域心理资源补给的要求和预

期，在家庭环境客观条件不变情况下，这些都从主观感知上和比较感知上降低了个体家庭满

意度；此外，根据“资源绝境原则”，处于资源损失螺旋的被排斥者会对外部环境和事物的

判断有一定程度上扭曲，对于家庭领域的事物和成员出现不客观的判断甚至是贬低倾向，当

个体濒临资源耗尽特别是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较大时，有可能会出现家庭贬损等一些不理

性、缺乏自我控制、低未来取向的行为倾向。 

此外，资源保存理论也指出个体对于资源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高低都来自于主观感知和

评价，个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对资源损失的感知、保护和获取资源的倾向程度，

受损失资源的主观价值决定了个体压力反应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结合归属需求与职场排

斥的内涵关系以及现有相关研究，个体归属需求相对于其他基本需求而言更加决定了个体在

遭受排斥时对于资源损失的评估以及压力产生程度。另一方面，资源保存理论的资源替换原



则指出在个体出现资源损失时会用另外一种资源领域里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来替代和补充，

具体替代和补充的资源领域方向和程度由个体不同主客观情况决定，而个体的工作家庭区隔

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目标领域是否指向家庭领域以及具体程度，同时当因资源损

失等原因产生压力后，工作家庭区隔偏好也决定了压力反应向家庭领域的溢出程度。 

综上理论框架论述，本研究的溢出主效应、溢出中介机制以及两个溢出边界条件皆基于

资源保存理论的内涵和核心原则，按照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基于上述重构后的理论框架重

新撰写了问题提出部分、假设部分和结果讨论与理论意义，修订部分进行了蓝色标记。 

 

意见 2： 

职场排斥对家庭满意度的影响的论证在目前此稿中过于牵强，尽管如作者所指出的职场

排斥会腐蚀员工与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结，但是这些联结可能更多的是与单位的同事的联结，

而说员工诸多与生活相关的信息和社会资源来源于职场内的同事和领导关系，职场排斥切断

了员工获取这类增益资源的途径，但是作者可能忽视了家庭成员的支持并非是员工个人与家

庭成员互动而得来的，而可能是家庭成员的主动给与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能职场排斥对

家庭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遭受了职场排斥的员工在家里做出了针对家庭成员

的贬损行为进而导致了家庭满意感的降低，这样的话，可能现有的假设模型就得做出适当的

改变。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和中肯意见，我们综合了审稿专家意见 1 和意见 2，针对“职

场排斥对家庭满意度的影响”部分进行了重新逻辑构建和论证，主要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以

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1、资源替换原则，在出现资源损失时，个体会用另外一种资源领

域里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来替代和补充。被排斥者难以获得益于工作开展的关键性资源，需

要投入多于常人的精力才能克服工作上的困难。同时，被排斥者需要耗费额外时间和精力去

调整和梳理自己的消极情绪和心理压力，寻求被冷落原因以及竭力摆脱被孤立的困境。个体

的资源是恒定的，以上两方面额外资源的消耗需要从其他领域资源进行补充，如家庭领域。

家庭领域资源的减少致使个体无暇顾及家庭生活，无法较好履行家庭责任和义务，从而影响

到自身的家庭生活和基本的满意度。2、获得悖论原则，即个体处在资源损失情况下对资源

的评价尺度会发生变化，一方面会尤其珍视现有资源的保护，减少非应对的资源投入和损耗，

另一方面会强化并提高对周边资源补给的期望和要求。根据“获得悖论原则”，被排斥个体

会减少其他领域的资源投入和损耗，使得能用于家庭领域的心理资源和能量资源大大下降，



同时个体对家庭领域资源补给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原有的家庭生活质量将会无法满足个

体的心理要求，即个体感知到的家庭满意度会较低。我们按照专家意见对 H2论证部分进行

了修缮，并在原文进行了蓝色标记。 

此外，针对专家提出的“可能职场排斥对家庭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遭受了

职场排斥的员工在家里做出了针对家庭成员的贬损行为进而导致了家庭满意感的降低，”这

一可能性，我们团队向审稿专家汇报和解释如下：第一，本研究主要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家

庭一正一反两个方面的溢出效应，即对有关员工家庭领域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溢出效

应，具体探讨了职场排除“是否”、“为什么”以及“怎样”溢出到家庭领域，对于家庭领域

后续行为和态度的研究本文未有涉及。第二，本研究的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均为员工自己

填答，是员工的主观行为和态度。具有家庭贬损倾向或实施家庭贬损行为的个体，可能使得

其他家庭成员的家庭满意度下降，但不一定会影响自己对家庭满意度的评价。因此，本研究

中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未被探讨。评审专家给出的建议非常有意义，我们将在

后续的研究中完善研究设计，由配偶或者家庭成员对家庭满意度进行评价，探讨家庭贬损和

家庭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第三，我们研究团队检索并整理了有关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相

关文献，未有研究讨论过家庭贬损对家庭满意度的负向影响（Liao et al., 2016; Zhu et al., 

2019），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团队进行了深入思考，是家庭成员的贬损行为进而导致了

家庭满意度的降低还是较低的家庭满意感催生了家庭贬损行为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诚

然，家庭领域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审稿专家的建议也为我们团队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思路，

未来我们可以利用纵向追踪研究设计或者日记法跟踪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动态变化，力求

更加精准和准确探究出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之间的具体关系。同时，我们也将这一思路补

充在本研究的研究展望部分，修订部分在原文进行了蓝色标记。 

 

意见 3： 

对个体而言，职场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工作压力，这一点作者需要作出相应的说明，

需要突出为何要引入工作压力这一变量的意义。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对职场冷暴力相关构念、职场排斥、压力源、工作压力和资

源保存理论进行了再次更深入的文献整理，向审稿专家汇报和解释如下： 

首先，职场排斥是指员工在工作场所中感受到的来自领导、同事等多个方面的忽视排挤

和孤立冷漠（Ferris et al., 2008）。职场排斥隐含着独特的内涵：（1）职场排斥是一种间接的



人际攻击方式。与职场迫害和职场攻击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肢体和语言的激烈冲突不同，职

场排斥的施暴者往往采取故意隐藏资源、躲避沟通、避免接触等较为隐蔽的“冷暴力”方式。

（2）职场排斥是被排斥对象的主观心理感知。员工遭受职场排斥的感知程度及行为后果与

员工的主观评估差异密切相关。（3）职场排斥具有特定的场所，具体指发生在职场内部来自

同事、领导的排斥行为。 

其次，工作压力是指员工在工作环境中针对感知到的对工作资源和行为造成威胁和损耗

的心理感知（House & Rizzo, 1972）。已有研究指出工作压力源自于人际交往、组织政治和

角色冲突等方面，它通常会使员工感到焦虑、无奈和疲劳，也可能产生一些不良的压力反应

（Cavanaugh et al., 2000）。作为职场“冷暴力”的表现形式，职场排斥（Wu et al., 2012;）

与职场性骚扰（Li et al., 2016）、职场负面八卦（Wu et al., 2018; Tian et al., 2019; 杜恒波, 朱

千林, 刘春红, 2019）、职场不文明行为（占小军, 2017a）一样都是职场压力源，会使得员工

产生工作压力。同时，已有研究也从侧面佐证了职场排斥、职场性骚扰等职场“冷暴力”会

通过增加员工的工作压力最终影响员工的行为和态度（Wu et al., 2012; Xin et al., 2018）。 

最后，资源保存理论是本研究的主体理论支撑框架，资源保存理论从理论构建到发展都

是围绕解释个体如何出现压力以及后续影响的，该理论认为个体具有努力保持、保护、培养

和获取资源的倾向，当有资源损失时就会引发个体的压力反应（Hobfoll, 1989; Hobfoll, 

2001）。当员工遭受职场排斥时，实际现有心理资源、能量资源、社会资源等资源损失和威

胁使得员工产生高焦虑和高压力的状态，最终引发压力反应。感受到来自领导或者同事忽视

的员工也难以掌控职场环境，从而需要消耗额外的资源去重新获取对环境的控制，这一过程

会使得员工产生心理压力（刘小禹等, 2015），这些压力状态和后续压力反应的跨边界溢出到

家庭领域，从而影响员工对家庭的态度和行为。 

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引入了工作压力这一变量来阐述职场排斥对家庭领域的溢出过

程，具体而言，职场排斥作为工作场所一种典型的压力源，当员工长期承受被忽视痛苦、关

键资源阻断以及社会关系破坏时，会产生持续性的工作压力困扰，甚至会继续溢出到家庭领

域（Liu et al., 2013; 严瑜, 王轶鸣, 2016），影响员工对家庭的评估和在家庭领域的行为倾向。 

按照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修缮了理论构建部分和有关工作压力的论述部分，同时在假

设论述之间重新加回了被删减的职场排斥内涵定义，具体修缮部分在原文用蓝色进行了标

记。 

 

 



意见 4： 

从模型来看，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作者围绕着调节关系展

开了相应的论证而提出了假设 5，但是假设 6 与假设 7 的论证是不够的，作者在提出假设 6

与假设 7 时，并不能直接得出依据前面的假设得出，后面的假设 10 与假设 11 的提出也有类

似的问题，并且假设 6，假设 7 与假设 10 以及假设 11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按照作者的论证

过程，是否会存在三项交互效应，例如一个有较高的归属需求以及较低的区隔偏好的员工，

职场排斥是否会更强？另外，调节效应假设提出时，需要给出效应和方向的假设。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对于以上三个问题我们分别进行解释和汇报： 

1、有关于有调节的中介假设（假设 6、7 以及假设 10、11）的论证部分问题。由于在

初审阶段编辑专家提到了投稿篇幅限制的要求，因此我对原稿的这一部分进行了压缩删减，

现基于新理论框架和基础重新修订了这两部的假设论述，修订部分进行了蓝色标记。 

2、有关于假设 6，假设 7 与假设 10 以及假设 11 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存在三项交互效

应的问题。我们能理解审稿专家的疑问和意见，因为在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的阶段我们团队

内部也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最后达成一致的处理方式。如前文意见 1 中所述，从理论

模型构建上看，在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溢出机制中，个体归属需求和工作家庭区隔偏

好两个个体特质在不同位置分别起到了互不影响的不同作用。 

归属需求在“触发前端”决定了个体对于遭受职场排斥而损失的资源价值高低评价以及

后续的压力反应程度，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个体特质或者需求特征来看，个体归属需求程度

更加对应职场排斥所侵蚀的个体资源的主观价值评价。归属需求偏高的个体更在乎集体归

属、他人认可，对排斥会更加的敏感，进而对排斥所损失相关资源有更高的价值感，因而会

触发更深的工作压力和更持续的后续压力反应，进而对家庭领域产生影响，这是从溢出触发

的前端视角来论证归属需求高低决定了溢出机制中压力的传导作用大小（具体论述见修订后

的假设 6 和 7）。假设 5-7 主要试图回答不同归属需求水平的个体，是否会对职场排斥的压

力感受和反应行为有所不同，进而使得职场排斥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溢出效应有所不

同。 

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在“触发后端”决定了资源损失和相应的压力反应到家庭领域的溢

出程度，这是因为个体的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替代资源是否指向家庭

领域以及具体程度。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偏低的被排斥个体将工作-家庭资源边界模糊化和一

体化，使得更多排斥引起的压力反应能溢出到家庭领域，这是从溢出触发的后端视角来论证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高低决定了溢出机制中压力的传导作用大小（具体论述见修订后的假设

10 和 11）。假设 8-11 主要试图回答在不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水平下，工作压力对家庭领域

的传导是否存在着差异，进而影响职场排斥到家庭领域的溢出效应。 

虽然从实证数据分析的角度看，是有存在三项交互效应的可能，但从上述理论出发点分

析来看，个体归属需求对于触发后端即工作压力产生后的个体状态影响未有理论支撑，工作

家庭区隔偏好对于触发前端即工作压力产生前的个体状态影响也未有理论支撑。因此，我们

未用多项式回归分析去分析三项交互效应，同时也认为使用 Edwards 和 Lambert（2007）推

荐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相较于结构方程模型更能聚焦和清晰地验证两个边界调节

对于溢出机制分别做到的调节作用。正如审稿专家所疑问的，诚然原文的调节相关假设论述

未能阐述清楚两个边界机制的理论出发点，因此我们对问题提出和假设论述相关部分进行了

修订，修订部分进行了蓝色标记。 

3、对于调节相关假设的规范性问题，是在压缩与精炼的过程中误删了完整的表述。经

过专家的指正和提醒，我们改进和补充了假设 5-11 提出方式，修订部分进行了蓝色标记： 

“H5：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即员工的归属需求越强烈，职场排

斥与工作压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强。 

H6：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庭贬损之间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员工

的归属需求越强烈，这一间接关系越强。 

H7：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庭满意度之间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员

工的归属需求越强烈，这一间接关系越强。 

H8：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与家庭贬损之间的关系，即员工的工作家庭区隔偏

好越强烈，工作压力与家庭贬损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弱。 

H9：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与家庭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即员工的工作家庭区隔

偏好越强烈，工作压力与家庭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弱。 

H10：工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庭贬损之间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具体而言，

员工的工家庭区隔偏好越强烈，这一间接关系越弱。 

H11：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职场排斥和家庭满意度之间通过工作压力的间接关系，具体

而言，员工的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越强烈，这一间接关系越弱。” 

 

意见 5： 

在结果分析部分，提出个人的一点疑惑，作者在 T1 和 T3 均收集了家庭贬损和家庭满

意度的数据，从相关性分析来看，T1 的家庭贬损与 T3 之间的相关度为 0.17，T1 和 T3 的家

庭满意度的相关性为 0.29。如果说家庭贬损可能由于外界因素导致波动较大，从而导致相关

较低可以理解，但是依据常理来看，个体对家庭满意度的感受不应该在短两个月内存在较大

的差异，也就说间隔两个月的家庭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应该是比较高的，这一点作者需要给



与一定的解释。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细致的把关，您提到的现象也是我们团队在做数据分析时也关注到了，我

们对此做以下补充说明汇报： 

1、从研究设计和调研实施上看，我们研究团队为提高研究严谨性在入驻调研时获取了

企业员工名录，并对随机挑选符合条件的被试员工进行了逐一编号。考虑到旅游服务业人员

流动性较大，虽然是匿名问卷，但我们在三轮调研前都进行了名册的核对和对应编号。完整

回收问卷后，我们依据三轮编号进行了问卷的配对，对于三轮调研中有缺失问卷的样本皆进

行了剔除。此外我们在 T1 和 T3 都设计了员工背景信息的填答，在配对问卷数据时剔除了

两次有差别的样本； 

2、从变量特征上看，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内涵和测量都是主观性评价，中短期的

影响因素也比较多，有来自于工作场所的工作要求变化（李爱梅等, 2015）、通勤时间（吴伟

炯, 2017）、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陈晓暾, 2020）、主管不文明行为（占小军 b, 2017）和辱

虐管理（黄俊等, 2017），有来自于工作-家庭冲突（Zhang et al., 2013; 高中华, 2014; 姜海, 杨

林川, 2020），也有来自于焦虑和压力性事件的（严瑜, 王轶鸣, 2016; 王广曦等, 2016; 周仁

会等, 2019），此外近几年有关于偶发性职场侵犯类行为对于引发家庭贬损和降低家庭满意度

等溢出效应也成为了新兴的研究热点（Liao et al., 2016, Xin et al., 2018; Zhu et al., 2019; 

Zivnuska et al., 2020）。在本文涉及的旅游服务业中，引发个体心理资源消耗的因素会相对较

多，例如顾客不当对待行为（徐虹等, 2018）、顾客粗暴行为（Wang et al., 2013; 文吉, & 侯

平平, 2015; Chi et al., 2018）等偶发性因素都会溢出到家庭领域；此外在旅游服务业中，工

作人员有女性偏多（本研究中占 79.55%）、平均年龄偏小（本研究中平均 30.32 岁）的特征，

这类人群主观情绪和主观评价稳定性也会偏低（Posig & Kickul, 2004; 胡婧等, 2017）。对于

个体主观的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评价在中短期内影响因素不少并且不便单独控制，也是我们

在做研究设计时考虑在T1阶段进行一次初始状态的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采集并在后续研究

中进行控制的主要出发点。 

3、从数据分析上看，我们如实汇报了所得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情况，

虽然 T1 的家庭贬损与 T3 之间相关度为 0.17，T1 和 T3 的家庭满意度相关性为 0.29，但两

者都是在 p < 0.01 水平上显著的。通过横向对比可以看出，本研究跨阶段的测量变量之间的

相关性水平也都在 0.30 左右。此外，在本文中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表 4），

控制变量中的家庭贬损（T1）对 T3 的回归系数为 0.14
*，所有控制变量解释的 R

2与职场排



斥解释 R
2 相当，家庭满意度（T1）对 T3 的回归系数为 0.30

**，所有控制变量解释的 R
2 远

大于职场排斥解释 R
2，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个初始状态变量起到了控制其他众多影响因

素干扰的作用。 

结合审稿专家的意见和上述解释说明，我们对原文的相关性分析和假设验证部分进行了

相应的补充说明，修订部分进行了蓝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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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3意见： 

职场排斥和工作家庭关系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有关职场排斥对工作家庭关系

的溢出效应研究较少。论文构建并检验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结果的

影响，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在 3 个时间点收集数据，对数据同源问题进行了控制

和检验，方法正确，陈述清楚。建议对以下两点进行修改：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本文选题和理论现实意义的肯定。您所指出的问题对我们进一步完

善论文、提高研究质量非常重要，经过深入分析和仔细考虑，我们一一予以改进，希望能够

最大程度地提高论文质量。 

 

意见 1： 

论文在中介模型的第一和第二阶段选择了不同的调节变量，应该在理论模型建构部分做

更有说服力的陈述，说明选择这两个不同调节变量的理论依据，并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之中，

以避数据驱动之嫌。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您的意见与其他专家意见有契合之处，我们对此高度重视。经过



较深入的讨论和反思，我们研究团队一直认为资源保存理论本身已经能够支撑本研究的框架

逻辑并且也合适解释各个机制。对于两个阶段的调节效应，我们做出如下解释和汇报说明： 

资源保存理论指出个体对于资源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高低都来自于主观感知和评价，个

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对资源损失的感知、保护和获取资源的倾向程度，受损失资

源的主观价值决定了个体压力反应影响的强度和持续时间（Hobfoll, 1989; Hobfoll, 2001）。

结合归属需求与职场排斥的内涵关系以及现有相关研究，个体归属需求相对于其他基本需求

而言更加决定了个体在遭受排斥时对于资源损失的评估以及压力产生程度。另一方面，资源

保存理论的资源替换原则指出在个体出现资源损失时会用另外一种资源领域里具有同等价

值的资源来替代和补充（Hobfoll, 2001; Hobfoll, 2002; Halbesleben et al., 2014），具体替代和

补充的资源领域方向和程度由个体不同主客观情况决定，而个体的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目标领域是否指向家庭领域以及具体程度，同时当因资源损失等原因产

生压力后，工作家庭区隔偏好也决定了压力反应向家庭领域的溢出程度（Xin et al., 2018）。 

从理论模型构建上看，在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溢出机制中，个体归属需求和工作

家庭区隔偏好两个个体特质在不同位置分别起到了互不影响的不同作用。归属需求在“触发

前端”决定了个体对于遭受职场排斥而损失的资源价值高低评价以及后续的压力反应程度，

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个体特质或者需求特征来看，个体归属需求程度更加对应职场排斥所侵

蚀的个体资源的主观价值评价；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在“触发后端”决定了资源损失和相应的

压力反应到家庭领域的溢出程度，这是因为个体的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

体替代资源是否指向家庭领域以及具体程度。 

在审稿专家的意见和提醒下，我们对问题提出中理论模型的构建部分、假设 5-11 的论

证部分进行了重新整理和撰写，修缮部分用蓝色标记。 

 

意见 2： 

论文的结论部分可以再提炼一下，不应该是研究结果的简单重复。 

回应： 

感谢评审专家中肯的建议，审稿专家的建议对我们文章质量的提升非常有意义，我们团

队综合参考了最近一年《心理学报》期刊的文章范式（胡巧婷等, 2020; 李树文, 罗瑾琏, 

2020），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精炼，并且我们修缮了研究讨论与理论意义的部分内容，

结合前人研究，深入讨论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之处。研究讨论与理论意义修缮部分用蓝色标记。 

本研究在资源保存理论框架下验证了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溢出机



理。同时，研究还发现工作压力是职场排斥正向和负向传导溢出到家庭领域的传导因素。此

外，本研究检验了个体归属需求、工作家庭区隔偏好在溢出效应中的前端和后端边界作用。

这一研究为职场冷暴力对家庭领域溢出效应提供了新证据，同时也揭示了职场排斥的具体溢

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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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 

作者对大部分问题进行了较合适地修改，审稿人表示认可。但尚有两处修改不明确： 

回应：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耐心指导和宝贵意见，对于上一轮修缮中未能准确领会审稿专家意

见我们深表歉意并进行了深入思考，您所指出的两个意见对我们进一步完善论文、提高研究

质量非常重要，下面我们将针对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逐条回复和修缮。 

 

 



意见 1： 

原意见 5：在 2.1 样本及程序部分，“此外，本文还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中介变量

和因变量在 16 家被访企业中的独立性，结果显示工作压力（F=0.41,P>0.05）、家庭贬损

（F=0.94, P>0.05）和家庭满意度（F=0.38, P>0.05）在样本涉及的不同对象在 16 家旅游服务

企业间均值差异并不显著。”这一部分数据，读者无法对其进行验证，结果准确性存疑。这

里需要提供均值和标准差。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和耐心指导，对于上一轮修缮中未能准确领会专家意见我

们深表歉意。我们将在以下回复中完整地汇报中介变量（工作压力）和因变量（家庭贬损、

家庭满意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此外我们在投稿时按照投稿要求将原始问卷数据发送

到了编辑部，以备专家和读者进行查询和验证。 

图 1-1、1-2、1-3 分别为工作压力、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单因素 ANOVA 检验中描

述统计（均值和标准差）结果截图，表 1-1 为整理后的三个变量的描述统计。图 1-4 为三个

变量的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截图，从结果中可看出方差具有齐性，可参看 ANOVA 方差分析结

果（图 1-5），我们将具体结果整理为表 1-2。从表 1-2 结果可以看出中介变量（工作压力）

和因变量（家庭贬损、家庭满意度）在 16 家被访企业中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在事后多重比

较中 Tukey 和 Scheffe 检验都显示两两企业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同时，我们在审稿专

家的提醒下发现了我们在 F 值数值汇报上的笔误，我们根据核验后的分析结果对原始稿上

的 ANOVA 分析中 F 值结果进行了修订：“结果显示工作压力（F=1.05,P>0.05）、家庭贬损

（F=0.49, P>0.05）和家庭满意度（F=1.08, P>0.05）在样本涉及的不同对象在 16 家旅游服务

企业间均值差异并不显著。”由于三个变量的 16 组均值和标准差、详细的 ANOVA 检验和多

重比较分析所占篇幅较大，并且我们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在数据分析部分对来自于企业层次

的方差进行了控制（修订内容详见第一轮意见 2 回应和修改部分），因此我们以评审意见回

复的形式进行分析过程披露，同时我们在进行投稿时（2020-8-6）将原始问卷数据发送到了

编辑部，以备专家、编辑部和读者在进行详细查询和验证。 

在此，再次感谢评审专家对分析结果的仔细审阅，帮助我们发现了原始稿中数据报告的

一项失误。在对该失误感到羞愧的同时，我们也学习和贯彻审稿专家严谨的学术作风，采用

三校合作团队独立“背靠背”方式重新验核了数据分析部分，最后发现了另外两处数据汇报

上的失误之处：1、在“表 1 各变量信度和效度分析”中家庭满意度（T1）和工作家庭区隔

偏好（T1）的 AVE 数值最后一位在四舍五入时存在失误，已在修订稿表 1 中进行了修改；2、



“表2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中五因子模型的自由度汇总表格时误填为549，实际数值为424。

以上数据汇报失误之处已在修订稿中进行了修正，修订部分进行了蓝色标记。 

      

图 1-1                                图 1-2 

 

图 1-3 



表 1-1 描述 

 
工作压力 家庭贬损 家庭满意度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Company1 2.39  0.94  1.92  1.20  4.08  1.03  

Company2 2.62  0.71  1.67  0.92  4.33  0.43  

Company3 2.60  0.76  1.81  1.07  4.30  0.54  

Company4 2.47  0.57  1.24  0.37  3.57  0.92  

Company5 2.53  0.88  1.71  0.49  4.33  0.47  

Company6 2.31  0.93  1.56  0.81  3.67  0.84  

Company7 2.33  0.93  1.93  0.92  3.93  0.86  

Company8 2.79  0.84  1.83  0.93  4.04  0.61  

Company9 2.41  0.88  1.66  0.97  4.19  0.81  

Company10 2.65  0.79  1.94  1.00  3.88  0.91  

Company11 2.38  0.88  1.80  0.95  4.29  0.68  

Company12 2.09  0.86  1.72  0.76  3.97  0.70  

Company13 2.46  0.76  1.80  1.16  4.01  0.92  

Company14 2.26  0.77  1.71 0.94 4.24  0.71  

Company15 2.37  0.58  1.50 0.66 4.19  0.80  

Company16 3.04  0.24  1.83 0.79 4.00  0.98  

 

 

图 1-4 

 

图 1-5 

 



表 1-2  方差齐次检验和 ANOVA 分析 

变量 
方差齐次检验 ANOVA 分析 

Levene 显著性 F 值 显著性 

工作压力 0.87 0.60 1.05 0.41 

家庭贬损 1.13 0.33 0.49 0.94 

家庭满意度 1.53 0.10 1.08 0.38 

 

意见 2： 

“原意见 6：控制变量的处理没有以差异性分析为依据，显得较为草率。表 3 也未支持

该文选用的三个控制变量的合理性。而且还呈现了年龄和性别存在正相关这样没有实质意义

的结果。这里的意思是指，去掉年龄和性别之间的相关，因为年龄和性别的相关没有意义。 

回应： 

非常抱歉我们在上一轮修缮中未能准确领会专家意见，感谢审稿专家的耐心和细致。我

们在审稿专家的提醒下，我们查阅了一些采用一线服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也发现有

年龄和性别存在正相关的现象（郭功星 & 程豹, 2021），有可能是一线服务人员的性别和年

龄特征具有一定特殊性（例如在一线服务的男性员工多为低年龄的，年长的男性员工可能已

经进入中层管理工作），但目前未找到有相关研究进行针对性的论述。正如专家的意见所指

出的，这种相关性对于本次研究主题没有统计学参考意义，因此我们采纳审稿专家的意见并

参考了《心理学报》近三年部分同范式研究的相关系数汇报形式（侯楠 & 彭坚, 2019; 卢

红旭等, 2019; 彭坚 & 王震, 2018），在文中汇报关键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具体修改如表 3

所示，同时我们也在正文中进行了表 3 替换并进行标蓝。 

 

表 3 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家庭贬损（T1） 1.00        

2. 家庭满意度（T1） -0.38
**

 1.00       

3. 职场排斥 0.39
**

 -0.23
**

 1.00      

4 归属需求 -0.21
**

 -0.19
**

 -0.12
*
 1.00     

5. 工作压力 0.14
*
 -0.10 0.35

**
 0.09 1.00    

6. 工作家庭区隔偏好 -0.02 0.07 -0.02 0.10 0.05 1.00   

7.家庭贬损（T3） 0.17
**

 -0.22
**

 0.26
**

 -0.06 0.35
**

 -0.16
*
 1.00  

8.家庭满意度（T3） -0.15
*
 0.29

**
 -0.24

**
 0.11 -0.23

**
 0.09 -0.45

**
 1.00 

平均值 (M)  1.45 4.21 1.91 3.78 2.45 3.35 1.73 4.11 

标准差 (SD) 0.72 0.70 0.79 0.74 0.81 0.79 0.92 0.73 

注：N = 264;
  **

 p < 0.01, 
*
 p < 0.05；a 性别：1 代表“男”，2 代表“女”。 

 



参考文献： 

郭功星 & 程豹.(2021).顾客授权行为对员工职业成长的影响：自我决定理论视角. 心理学报(02),21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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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红旭,周帆,吴挺,严进,邵闫 & 刘艳彬.(2019).工作压力对建设型和防御型建言的差异影响. 心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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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坚 & 王震.(2018).做上司的“意中人”:负担还是赋能?追随原型-特质匹配的双刃剑效应. 心理学报

(02),216–225.  

 

 

审稿人 3意见： 

修改稿对论文的理论依据进行了重新梳理，用资源保存理论来统合理论假设，解决了初

稿中最突出的缺乏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的问题。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第一轮修改工作的肯定，审稿专家对于本文整体理论架构的指

导和宝贵意见让我们对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性的梳理，收获颇多；同时也让本文在一定

程度上兼顾了“点上的说服力”和“整体理论架构性”，再次感谢！ 

 

意见 1： 

可能是时间原因，修改后的蓝色字体部分有些文字表述不够精炼，还有个别漏字的情况。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我们对全文再次进行了仔细地斟酌和修订，对行文表达进行

了多次提炼和完善，力求使本文的行文更加精炼、通顺和严谨。修订部分进行了蓝色标记进

行了标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部分： 

1、问题提出部分：我们对正文的问题提出的逻辑表达和语言表达进行了梳理和提炼，

力求达到研究问题阐述的精炼性、逻辑性和条理性； 

2、假设提出部分：我们对正文假设提出部分的语言表达进行了逐段逐句的精炼和查错，

确保措辞的严谨性和可读性； 

3、结果分析部分：我们再次对论文的结果分析部分进行了检验和校对，修改了细小的

数据偏差，力求数据的准确性，例如家庭满意度（T1）的 AVE 在四舍五入时出现了偏差，我

们将表 1中家庭满意度（T1）的 AVE 值由“0.57”修改为“0.58”。 

4、其他细节修改：我们对全文进行了多次通读，对全文的字、词、标点符号和段落格



式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力求杜绝多字、漏字和错字等问题，使文章表达更加严谨。 

 

意见 2： 

中介假设检验部分，先后提供了基于 Baron 和  Kenny（1986）的四步回归法和

bootstrapping 法的两种结果，作者也支持 bootstrapping 法的结果更可靠的观点，而且作者在

答复审稿人的问题的时候也提及论文篇幅过长的问题，那么，是否有必要提供四步回归法的

结果呢？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和意见。针对该意见我们查阅了相关方法论文献，发现 Baron 

和 Kenny（1986）的逐步法是各种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中检验力最低的，也就是说逐步法比

较不容易检验到中介效应显著（Fritz & MacKinnon, 2007; Hayes, 2009; 温忠麟, & 叶宝娟. 

2014）。但另一方面，检验力比较高的方法通常也有比较高的第一类错误率，例如当显著性

水平设定为 0.05 时，逐步法的第一类错误率低于 0.05，而 bootstrapping 法的第一类错误率

可能会超过 0.05（Fritz & MacKinnon, 2007; MacKinnon, Lockwood, Hoffman, West, & Sheets, 

2002）。此外，也有研究认为仅仅给出点估计是不够的，还需要用 bootstrapping 法给出区间

估计（温忠麟 & 叶宝娟. 2014）。综合参考上述文献观点和《心理学报》近三年刊出的同范

式论文汇报形式（王端旭等, 2017; 郭功星 & 程豹, 2021），我们更倾向于披露逐步法检验

结果，并把 bootstrapping 法给出的区间估计结果作为补充。同时，我们也接受专家的意见，

将中介效应检验部分进行了精炼，具体修订内容见“3.4 假设验证 （2）中介效应检验”（下

文同附），并在正文中进行了标蓝。 

“（2）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综合运用逐步法（Baron & Kenny, 1986）和 Bootstrapping 法 （Edwards 

& Lambert, 2007）来验证工作压力的中介效应。结合表 4、表 5 可见，职场排斥对工作压力（M10, β = 0.36, 

p < 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M3, β = 0.32, p < 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家

庭满意度（M7, β = -0.20, p < 0.01）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职场排斥与工作压力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中分析

时发现职场排斥对家庭贬损（M4, β= 0.12, n, s）和家庭满意度（M8, β = -0.11, n, s）的影响变为不显著，而

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的影响显著（M4, β = 0.29, p < 0.01），对家庭满意度的影响显著（M8, β = -0.17, p < 

0.01）。由此，结合前文假设 H1 和假设 H2，可以得出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之间都

起到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 H3 和假设 H4。此外，Bootstrapping 重复抽样 1000 次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压

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之间的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为[0.07, 0.18]，在职场排斥与家庭满意度之间的

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为[-0.09, -0.02]，两个区间内都不包括零，假设 H6 和假设 H7 得到了进一步的验

证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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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编委复审意见： 

非常感谢作者前两轮中的认真仔细的修改，文章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作为责任编辑，下

面是我的一些意见，供作者参考： 

回应： 

感谢编委专家和编辑部给予我们修缮机会，下面我们将对编委专家的意见逐条进行回

复，稿件正文中所做的相应修改均用蓝色字体进行标注（去掉了前两轮的蓝色标记）。 

 

意见 1： 

建议作者收集新的数据，作为研究二，解决下面两个问题 

1.1 控制职场排斥的其他作用机制。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了很多其他的作用机制，例如消

极情绪等。既然职场排斥是一个阻断性压力源，显然会导致压力。有了压力，显然导致工作

家庭平衡出现问题，这似乎太显而易见。如果作者能够控制其他作用机制，可以更好的显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 

1.2 重复现有的研究结果。本研究里面有 3 个二次交互作用。检验似乎过多。如果能够

在新的样本重复出来多数显著的交互作用，这回显著提高文章的 empirical contribution。 

回应： 

感谢编委专家的鼓励和督促，我们对上述意见高度重视，再一次对本研究的研究初衷、

理论意义、研究设计和论证方式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本研究是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



讨职场排斥对家庭满意度和员工家庭贬损的“正负”双向溢出影响和具体机制：职场排斥在

客观上和主观上都给被排斥个体造成了资源损失或损失威胁（心理资源、能量资源、社会资

源等），其不良影响可能会通过资源损耗、保护和再获取等一系列过程外溢到家庭领域，这

一溢出机制本质上是个体资源损失触发的压力状态和后续压力反应的跨边界溢出，在职场内

主要表现为个体在面对资源损失或潜在威胁时引发的工作压力。而个体的归属需求和工作家

庭区隔偏好就是职场排斥外溢机制的“触发阀门”和“溢出阀门”，前者决定了个体对于遭

受职场排斥而损失的资源价值高低评价以及后续的压力反应程度，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个体替代资源是否指向家庭领域以及指向的具体程度。本研究前期工作已经实证了上述溢出

机制和溢出边界条件，在研究设计上采取了控制初始状态值（T1 采集的因变量）来尽可能

净化其他因素对个体家庭贬损以及家庭满意度的影响，以求更好地凸显职场排斥溢出到员工

家庭态度和行为的净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同时，我们也完全认同编委专家所提出的本研究暂未有针对性地排除其他溢出机制可能

带来的干扰以及研究结论稳健性有待提高的意见，秉承编委专家严谨治研、精益求精的学术

态度我们克服困难进行了第二次实证调研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论文改写。由于采用的是多时

点调研，同时论文数据分析和汇报部分进行了全文修缮，因此我们的返修时间有所延迟，在

此表示歉意并希望专家理解。由于第一次调研的抽样对象很难进行重复再测，我们采用了委

托专业机构的方式对 5 家酒店和旅游服务企业进行了 3 轮次调研，每次间隔一周，共有效回

收 239 份问卷；抽样调研对象与第一次调研选取方式一致，为与配偶或者其他家人共同居住

的一线员工；根据既有研究和近两年的元分析文献，控制变量选取了职场排斥影响机制中最

为集中、同时会对工作-家庭边界产生影响的消极情绪（negative emotion）和情绪耗竭

（Emotional Exhaustion）（苏涛等, 2021; Jiang et al., 2020; Howard et al., 2020），同时按照

Spector 等（2000）的建议本研究未加入 negative affectivity（消极情绪性）作为控制因素。

从样本 2 检验结果来看，除效应值大小、显著性水平与样本 1 中检验结果有微小差别外，未

出现假设检验和研究结论上的不同。此外，在有效控制了消极情绪和情绪耗竭影响作用前提

下，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到家庭贬损、家庭满意度的溢出中介作用依然显著，相关调节变量

检验和有调节的间接效应检验也与样本 1 结论一致。在实证结果分析汇报的形式上，我们参

考了近五年《心理学报》中多研究和多样本相关文献，考虑到第二次数据调研的研究是以稳

定性检验和增加变量控制为主要目标，因此借鉴孙健敏等（2018）的汇报形式，分为样本 1

和样本 2 来呈现研究结果。此外，为避免篇幅冗长，我们省略了在上一稿中汇报的 AVE、

CR、Harman 单因素等检验过程和结果，并合并了部分汇报表格。具体修订之处都已标蓝处



理。 

样本 2 实证检验的加入增加了本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也强化了研究结论的

稳健性，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的理论贡献度，再次感谢编委专家的建设性意见，

研究团队在文章末尾进行致谢。 

 

意见 2： 

建议缩短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Harman 的单因素方法是一个过时的，大家都不推荐的

检验方法了。作者用多次时间点进行数据收集，CMV 不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回应： 

感谢编委专家的细致意见，我们对共同方法偏差控制和检验部分进行了删减和缩写，去

掉了 Harman 单因素检验。为了研究结论的严谨性，我们仅保留了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

法（controlling for an unmeasured latent methods factor）来评估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 龙立

荣, 2004; 温忠麟等, 2018; 汤丹丹 & 温忠麟, 2020）。相关修改部分已做标蓝处理。 

“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而设计的填答方式均为自我报告形式，虽然采用的多时点研究设计（time-lagged 

research design）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Podsakoff et al., 2003），但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

严谨性，本研究按照 Podsakoff 等（2003）、周浩和龙立荣（2004）的建议利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

来评估共同方法偏差，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引入共同方法因子（CMV）。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样本 1 中

六因子模型+CMV 模型（χ2 (388) =693.11，RMSEA =0.055，CFI=0.95，TLI =0.94）与六因子模型拟合程度

相比，样本 2 中八因子模型+CMV 模型（χ2 (915) =1548.71，RMSEA =0.054，CFI=0.94，TLI =0.93）与八

因子模型拟合程度相比，拟合指标 RMSEA、CFI 和 TFI 的变化幅度都不明显，可知样本 1 和样本 2 研究中

共同方法偏差影响在允许范围内（温忠麟等,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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